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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區營造的理論表明，營造有助於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透過對社區意識的強化，達到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促成社區發展

與民主深化的目的。然過去研究在方法上也反映兩點不足之處：其一，

雖然多數研究肯定人際網絡對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有重要影響，但對

社區內人際網絡的測量，大多還是以李克特量表的認知測量為主，反

映的是對關係的想像，而非實際的關係；其二，社區研究的成果，大

多從社區發展協會幹部的角度檢視，而非從社區居民的調查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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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多反映社區領導者對自身營造成果的評估或想像，而非代表居民

實際的看法與狀況。基此，本研究透過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

work analysis）的應用，以社區居民為調查對象，重新驗證前述命

題。在研究設計上，本研究擇定規模相當的兩個都市型社區進行調查

（有、無營造），並透過系統抽樣各抽取約 300 位居民進行面訪。本研

究成果如下：第一，對目前社區研究中對人際關係或社會資本測量的

方法進行補充，以社會網絡分析強化相關測量的信效度；第二，以更

嚴謹的研究設計了解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和社區參與的關聯性；

第三，驗證社區營造經驗對強化居民間的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社區

參與程度的效果，藉以系統性檢視社區營造政策成效。

關鍵詞：社會網絡、社區參與、社區意識、社區總體營造、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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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building not only has driven citizen participation 

recently but also has brought scholar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o the field of community research. It is important tha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romote democratic society.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community building is good to re-establish 
interaction among inhabitants, an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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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strong connections among residents can encourage resi-
dent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promot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deepen democracy. Nevertheless, there are two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community network studies: first, the most widely used net-
work measurement is through a perceptual approach to measuring ties, 
but the results cannot reveal actual relationships among residents in a 
community; second, most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gather data from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or chiefs of village rather than 
residents. Thus, this paper appli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to 
explo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ident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social networks, sense of community and commu-
nity participation. More than 300 residents were systematically sampled 
in two communities, one with more than ten years of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other with non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by using a more rigorous research design to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sense of community and participation, 
and shows that apply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an supplement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r social capital to improv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analytical results verify the positive mod-
erating effect of community building experiences.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ense of 
community, community build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一、緒論

社區為公民社會形成的基礎，而公民參與及社會發展更是以社區

為起點，因此社區發展與民主政治的環境息息相關（Rifk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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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都市化區域的增加與程度的提高，都市社區的生活也產生極大變

異，都市是一個高度流動、開放且充滿多重關係的組成（Bauman 

2001），其中最為明顯的便是人際關係低落，鄰里關係的崩解與疏離，

社區內也缺乏共同體的觀念，更遑論凝聚社區民眾，積極參與地方公

共事務。反之，若要全面性的促進社區發展，必須提供居民良好的生

活空間，建立個人與所屬社區密切的聯繫，以發展出公民意識與社區

認同，並促使社區民眾願意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林信廷等 2012）。

從台灣民主化的發展來看，台灣自黨禁開放、戒嚴令解除以來，

人民基本權利如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等都獲得保障，各種資源開

始從舊有的控制體系中釋放，帶出了社會運動，民眾也逐漸將焦點由

政治領域轉向生活議題，也開始重視社區生活品質。然而，1960至

1970年代的社區政策大多集中在硬體設施的建設，雖興建不少社區

活動中心及社區圖書館（施教裕 1999），但在軟體方面，對於激發出

民眾公共問題意識、讓居民對社區事務關心的部分仍有限，特別是缺

乏民主生活的參與，以及由下而上的溝通。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於 1994年提出「社區總體營

造」的政策，其目的為強調營造社區感、提升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

透過凝聚社區內的共識、共同參與的方式，進行一連串生活問題的解

決（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2005；曾旭正 2007）。

此外，由於社區營造也強調由下而上的決策與行動過程，在實務

上如草根性民主、培力、公共性等概念一直不斷在社區被操作，使社

區成為一個政治實踐的場所，重視居民的參與性，非但成為公民社會

實踐的基礎，也使社區成為近年來研究的重要標的。比如說：參與式

預算在台灣各地的推動，是社區發揮民主參與精神最主要的實踐形式

之一，透過公民之間的辯論與協商過程，予以參與公共資源決策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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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讓公民對於資源的支用扮演更直接的角色（徐仁輝 2014）。

由此可見，基層民主的推展，最主要的還是社區居民對社區有一份集

體的情感與共同意識，願意透過參與讓社區更為美好，然而無論是集

體意識或是參與行為，都是因為社區營造對社區環境民主化與公共化

的積累所紮下的基礎。

社區總體營造的主體是社區內的居民，都市社區中疏離的人際關

係，並不容易促成集體的意識與參與，因此社區營造除了喚起基層的

民主參與意識，更重要的是改善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關係與人際互動，

藉此強健 Putnam（1993）眼中的社會資本，並透過累積豐沛的社群社

會資本促成社區集體的公共意識與參與。換言之，現今人們即使住在

同一個社區，但互動的缺乏導致溝通孱弱，致使人際間的關係連帶與

信任相當薄弱，社群的社會資本無法累積，更遑論解決社區集體的問

題。多數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即是個體、群體或組織之間的關係網絡，

藉由關係網絡的運作，以達到互利或共同的目標（Borgatti 1998; Burt 

1992, 1997; Coleman 1990; Lin 2001; Portes 1998），社區內社會資本的

積累則有利於促成社區集體的目標。在 Putnam（1993）對基層民主和

社會資本的研究當中，均認為社會網絡能強化居民對社區的認同與共

識，同時促使居民參與集體行動（Perkins and Long 2002）。以Wallace 

et al.（2017）社區研究為例，居民會利用日常生活中社會關係的交織，

創造當地社會凝聚力，並投入對社區的承諾或其他資源，藉以發展對

當地有價值的利益，亦能促進當地居民自願參與社區活動。據此，社

區為基礎的研究已受到許多研究者的關注，對社區行動與發展的關懷

也是目前社區營造最主要的政策目標，但在學術上至今仍缺乏系統性

的分析與研究，因此本研究第一個研究目的與問題，便是要探討居民

間社會網絡和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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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雖然預期上居民間的關係網絡較為緊密，會具有較大的能

力去組織及有效集體行動，凝聚社區意識，促成社區集體發展（黃源

協等 2010）。但社區營造經驗有無之間所造成的差異，卻缺乏經驗性

的比較與討論。雖然社區營造已歷經 20餘年，在台灣各地已展現諸多

的成果，也有將近 7,000個社區發展協會的成立，但並非所有社區均

有進行社區營造，也並非是所有的社區發展協會皆是積極投入社區營

造的運作與經營。根據各縣市政府文化局統計，目前僅粗略有 1,379

個社區施行營造政策，占全國社區 22.19%，可見大多社區仍未實行營

造計畫。1據此，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目的與問題，便是要透過不同

營造經驗社區的樣本進行比較性的驗證，檢視社區營造的效果是否對

居民的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參與造成顯著正向的影響。

最後，社區居民社會關係的測量在方法上的討論與挑戰，也是本

研究主要的動機與目的之一。社區人際網絡對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有

重要影響，但過去研究對於社區內人際關係網絡的測量，大多還是以

李克特量表的認知測量為主，反映的是對關係的想像，而非實際的關

係（黃源協等 2010；黃源協等 2011；王光旭 2015；Bullen and Onyx 

2005 [1998]; Harpham et al. 2002; Oorschot et al. 2006）。比如說：黃源

協等（2010, 2011）測量社區內人際關係的量表，是透過詢問社區發

展協會負責人 8題有關社區人際關係好壞的題項，並採取非常同意到

非常不同意 5點尺度進行測量，測量的是對於社區居民往來與關係和

諧的印象，而非關係的規模、強度、互動內容等面向。在關係研究的

操作化上，透過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可進一步分析

受訪者與社區成員是否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區隔強弱連帶，信任程

1 本資訊來自於各縣市政府文化局及相關單位公布資料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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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對關係進行更細緻的分析與討論；此外，目前國內有關社區社

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的研究成果，多從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或總幹事的角度檢視，以社區為分析單位進行調查，非以居民本身為

調查對象來反映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參與情形（黃源協等 2010；黃

源協等 2011；張德永等 2012；劉麗雯、林雅俐 2015）。為此，本研

究企圖透過社會網絡分析的應用，並以社區居民為主要調查對象，將

居民社會網絡進行操作，並以此來探討本研究主要變數間的關聯性。

二、文獻探討

（一）社會網絡的定義與測量

網絡這個概念自古有之，並存在於我們四周，不論是在人與人，

組織與組織間或國與國之間，只要有兩個以上的行動單位互動所形成

的關係，便是一種網絡的互動關係。Mitchell（1969）定義社會網路乃

是一種社會結構，至少包含三大要素：行動者、行動者之間的關係，

以及連結途徑，因此社會結構也可以進一步定義為位置或節點間聯繫

的形式。關係的強弱可分為強連帶（strong ties）及弱連帶（weak ties）。 

Granovetter（1973）認為強連帶通常會在相似群體或組織內建立起來，

所得到的訊息重複性較高；弱連帶則是屬於相異群體之間的連結，所

負載的訊息異質性較高。因此兩種不同連帶在人與人、組織與組織，

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將發揮不同的作用。

社會網絡的分析觀點除了重視個體所形成的社會關係，也關注社

會關係所交換的資訊與資源，以滿足個體需求，同時獲得日常生活的

協助、訊息與支持（Sauer and Coward 1985）。黃光國（1988）認為華

人在進行資源交換時，基於文化特點以關係判斷做為考量，並將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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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認知分類為三種：情感性、工具性與混合性關係，依對方所歸屬

的類別，以不同的法則與之交往。情感性關係，通常是指個人與家庭、

親友間的關係，以滿足關愛、溫情、安全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法則；

工具性關係則是個人為了獲取某種資源，和他人所建立的關係，即所

謂中國人的公平法則；而混合性關係是個人和親戚、朋友等熟人之間

的關係，採用人情法則來維持與經營關係。從更為功利的角度來說，

Lin（1999）認為社會網絡的形成是為了取得他人資源、經濟上的協

助，或是尋求情感、心理上的依靠，因此透過具體的人際互動，進而

與他人建立人際關係。另一方面，Coleman（1990）認為信任是網絡

運作的主要要件，透過人與人之間往來聯繫，啟動人際間的信任感，

創造彼此相互合作的意願，更有助於個人與集體社會資本的累積。

網絡分析依據研究目的及資料收集方式之差異，大略可分成兩種

類型：一為整體網絡；二為自我中心網絡（王光旭 2015；Andrew and 

Feiock  2008; Knoke and Yang 2008;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整體網

的網絡分析是以一個具有明確邊界的關係個體為調查對象，調查彼此

間的關係連帶，並透過計算了解其分布的位置與密度，以及關係的形

態；自我中心網絡分析的重點，為個人在網絡中的連帶與位置，並向

外擴散成以自我為中心的網絡關係形態，其可推論到大範圍的母體，

兩者均常被討論及應用（王光旭 2015；Lin 2001；Mitchell 1969）。

同一社區的居民間較陌生人容易產生親近的連結關係，可依賴彼

此提供情感和工具性的支持，居民間的社會互動則有賴於彼此間關係

網絡的結構形態（呂寶靜 2012a）。從對關係的操作上來說，本研究欲

採用黃光國華人社會關係理論為基礎，測量社區居民的情感性與工具

性關係。社區居民間情感性的互動基於需求法則，較容易培養出強連

帶、親密的互動關係，有利於社會整合，融入社群，獲得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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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工具性的互動基於公平法則，較容易從事精打細算（calculation）

的理性行動，也較為偏向異質性的互動關係（黃光國 2001）。另一方

面，社區是以地理區域所框定的（Mattessich and Monsey 1997），亦具

有清楚的範圍，照理說應適合整體網絡進行普查，但因個資法較難取

得完整精確的地址名冊，且一個社區動輒上千位居民，也難以進行普

查，因此本研究從母體中抽取部分個體，透過自我中心網絡的研究設

計，並結合提名法（name generator）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以期了解

社區居民的社會網絡狀況與特徵。提名法要求研究參與者逐一列出強

連結網絡的成員，其人數即為網絡規模，並在 1985年成為美國基本

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的題組，台灣則於 1997年社

會變遷調查中採用。

而在社區居民網絡的調查之中，目前以 1997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

調查之社會網絡與社區組問卷最為完善，其題項設計結合社會聯繫、

關係網絡的概念與個人的社區、社團及社會支持等面向，測量的關係

面向為情感性與工具性關係（瞿海源 1999；熊瑞梅 2001）。此外，「混

合性網絡」在概念上涵蓋了情感性與工具性關係的元素，在陳介玄

（1994: 230）的界定中是最能代表台灣社會人際互動的模式，但其也

認為混合性關係語詞本身指涉較為籠統而模糊，並不能傳神的將台灣

社會運作的獨特秩序原則表現出來，在測量的操作化上也有其困難度

（陳介玄 1994）。因此，本研究以前述 1997年社會變遷的題項設計為

參考基礎，將社會網絡的測量區分為情感性網絡與工具性網絡兩部

分，受訪者可在情感性與工具性關係的問項填入至多五位在一年內具

有密切互動的對象，藉此了解受訪者社區內的網絡規模與範圍，並進

一步追問這些對象為何種關係、互動模式與頻率等。 

由於社會網絡的測量不易，過去多位學者在進行網絡研究時，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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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信任是社會資本運作的一項重要指標，能彰顯出社區人際關係的品

質，而關係品質也正是社會網絡的內涵（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 

Tsai and Ghoshal 1998），因此本研究也加入對社區居民的信任做為衡

量居民間網絡關係的指標。

（二）社區意識的定義與測量

社區除了地理區域或結構空間的關係外，居住成員往往會對其產

生出一種特殊的情愫，多被稱為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 SOC），

在建構社區發展及營造政策上為相當重要的環節。McMillan（1996）

將社區意識定義為一個歸屬在一起的精神、一種權力結構能被信賴的

感覺、一種互相獲利的社交經濟，以及一起獲得共同利益的經驗分享。

Hahm et al.（2016）發現居民會隨著社區意識，一起創造、學習，並

分享社區共同體的價值，強化社區參與及發展。黃富順（1994）認為

社區意識是一種歸屬感，歸屬感是來自社區居民具有共同的利益、服

務、問題、需求以及居住環境，進而形成共同意識，此為社區建設的

原動力，也是社區發展的基石。徐震（1995）則將社區意識定義為居

住於某地區的居民對此地區及鄰人有一種心理上的認同與融合，包含

了社區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ness）與社區情誼（community feel-

ing）。也就是，當居民之間有著相似的情感知覺，彼此間信賴感的提

高且社區結構穩定時，有助於社區居民形成強烈的認同感（Sarason 

1974; Vaske 2001）。

若從認同的角度來說，Castells（2010）指出社區認同是建立於個

人或單一文化做為基礎的社會化過程，透過社區行動者將此過程轉換

為對於社區的意識與認同。然而，社區認同也是居民樂於參與社區的

主要心理因素，假若個人參與程度越高，代表其對社區的認同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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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該社區居民具有高度的社區意識，進而促進人際關係的情感連

結，更能凝聚社區的共識（林瑞欽 1994；Abbott 1995）。

綜上可知，大多學者所定義的社區意識都著重於社區歸屬感及社

區認同兩個元素（郭瑞坤等 2013），故本研究對社區意識的概念型定

義也奠基於此。

而在測量方面，社區意識是一種抽象的心理現象，為此美國心理

學家 Thomas Glynn在 1981提出「心理社區意識」（或翻譯為社區感）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PSOC），以李克特量表的設計探討

社區居民對社區環境認知的描述同意程度，將社區意識研究帶入了可

測量的領域（郭彰仁等 2010）。Buckner（1988）則認為社區意識包含

了不同層面的概念，其因此建立了鄰里吸引力、鄰里互動關係，及社

區心理感三個面向的鄰里凝聚量表（neighborhood cohesion instrument, 

NCI）。Hahm et al.（2016）則將社區意識的測量分為五個項目：社區

指標、社區規模、領土意識、社區組織與心理感覺。

基於生活環境的變遷及社區意識對社區發展的重要性，又加上社

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推動，林瑞欽（1994）從社區認同、社區關懷、社

區參與及社區親和與疏離等四個分量發展了一份本土化的社區意識量

表，這算是第一份以台灣本土社區為研究標的而設計的社區意識量

表。而陳香妃等（2007）則認為社區意識主要是指居民對地方產生認

同感與歸屬感，並認為社區凝聚力才是測量社區意識的主要測度指標。

此外，從居民間關係的角度來說，社區意識與鄰里關係具高度關

聯性，因此也有社區意識量表的設計包含鄰里間關係（Ahlbrandt 1984; 

Chavis and Wandersman 1990; Prezza et al. 2001; Skjæveland et al. 1996; 

Unger and Wandersman 1983）。Oh（2003）提出鄰里連結做為社區意

識的主要的概念之一，並透過友誼、社會凝聚與信任、非正式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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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鄰里參與等四個面向對社區意識進行測量。Wood et al.（2010）

則以鄰里間所感受到的交換、諮詢及友情來衡量社區意識。此外，台

灣學者亦有參考 Glynn（1981）、Buckner（1988）的量表，將題項整

合做為社區意識的測量工具（黃源協等 2007；郭瑞坤、王春勝 

2004；郭瑞坤等 2007；李俊豪 2008，2010）。

綜合以上觀點，社區意識的測量大多以社區歸屬感及社區認同為

基礎，而過去的衡量方法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國內學者在施測時，也

大多參酌國外學者的量表，故本研究參酌郭瑞坤等（2007）所設計的

社區意識量表，以期呈現居民社區意識的狀態。

（三）社區參與的定義與測量

社區參與是由社區主義者所提出，並將參與的核心、議題與行動

從全國性縮小到地方性的範圍，其依據民眾所關注的生活議題做為起

點。因此，社區參與可視為具有草根性與務實性的自發性活動（丘昌

泰等 2002）。夏鑄九（1999）亦認為社區參與是草根民主的一種機

制，透過草根性組織釋放參與力量，平衡地方政府的體制，進而轉化

為國家的政策。Rifkin（2014）將社區參與視為一種社會過程，居民

透過參與過程學習、交換資訊，讓公民社會更為完善。

然而，參與的意涵很廣泛，廖俊松（2004）認為一個完整的參與

應包含參與的主體、範圍、過程、目的以及權力競合等各面向的表現。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UNCHS在 1983年曾提出

四種主張解釋社區參與：（1）社區參與是一種權力；（2）社區參與必

須延伸至生活的全部領域，包括共享社區發展的利益；（3）社區參與

是一個達到計畫結果的方法，其目的是為了提升社區良好的居住情

況；（4）社區參與可促進社區計劃的實行。此外，社區參與是社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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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行動方式，居民藉由參與社區中的活動，來表達其對社區事務的

關切（蔡宏進 1985）。而施教裕（1997）認為社區參與的旨趣在於有

目標、組織性和行動的過程及投入，並結合社區成員的共同利益，以

凝聚社區居民的意識，提昇社區生活品質，或設法解決社區所面臨的

難題。

另一方面，社區參與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及參與程度來呈現。

Janelle Plummer與 John Taylor於 2004年在中國社區的研究中，參酌

Arnstein（1969）公民參與階梯的概念，以告知、出席、表達、討論、

決策、倡議與自我管理等六個層次，探討居民的參與程度，由低到高

分述如下：

1. 告知為最低層級的參與，僅是告知社區成員可能影響他們的相

關政策或計畫。

2. 出席是指社區成員能夠出席會議，但行動的決策已事先被決

定。

3. 表達指社區成員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與觀點，並分享相關資訊

與知識，試圖影響行政當局的決策。

4. 討論指在社區行動最初的階段，成員能夠給予想法上的討論，

以他們的理念與想法來影響最終的決策。

5. 決策係指社區居民能夠對於影響他們的事務做出決定。

6. 倡議與自我管理為最高層級的參與，社區成員能夠依自身理念

與想法而行動，並動員社區固有的資源來達成目標。

進言之，不同參與層次的區分，一方面彰顯社區參與有其不同階

段性的發展過程，亦蘊含著居民對切身事務影響程度多寡之意涵。因

此，將社區參與劃分為不同的層次，助於我們對參與程度和形態有更

深層的瞭解，進而勾勒出社區參與的具體樣貌（林信廷等 2012）。



76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40期

針對社區參與的測量，目前並沒有一套標準的量表（郭彰仁等

2010），而大多研究者依其研究需求與文獻自行發展衡量社區參與程

度的量表（Simplican et al. 2015）。Bagnall（1989）將參與程度分為出

席、涉入與控制等三個部分。而Burns and Taylor（2000）運用地方社

區參與歷史、社區參與過程中夥伴關係建立策略的品質、組織協力社

區參與的能力、社區有效參與的能力以及社區參與所帶來的影響等五

面向，來衡量一個社區的參與情形。在台灣的相關研究中，黃源協等

（2010）和林信廷等（2012）參考 Plummer and Taylor（2004）公民參

與階梯的概念，以告知、表達、行動、決策與倡導等四個參與階梯，

對社區參與程度的主觀認知進行測量。

另一方面，若從行為測量的角度來說，Ohmer and Beck（2006）的

量表以出席會議、參與和討論、協助組織的工作、擔任委員會成員、

幹部、其他社區委員會主席、招募新會員及擔任其他社區組織代表等

八個面向，來衡量社區居民的參與頻率。

綜合上述觀點，可發現目前社區參與的量化測量可分為兩大類：

一為測量參與程度的主觀認知（黃源協等 2010；紀貝臻 2011；Bag-

nall 1989）；另一則為測量實際參與頻率（郭彰仁等 2010；Ohmer and 

Beck 2006）。據此，本研究認為若只以單一標準進行測量，可能無法真

實反映居民社區參與的情形，故本研究擬分別採用 Plummer and Taylor

（2004）所提出之社區參與程度認知與 Ohmer and Beck（2006）居民

的參與頻率做為操作化社區參與量表的基礎，以期更能準確地表達居

民的社區參與情況。

（四）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和社區參與的關聯性

Nasar and Julian（1995）研究證實了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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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關聯性：社區意識與社區鄰里知道彼此的名字、認同彼此為朋

友的人數（規模）呈正相關，無論是情感或工具性關係，均有利於拓

展鄰里關係，強化與個人與社區之間的整合。比如說當居民感受到其

他社區成員的社會和情感支持，以及滿足需求感覺，並產生社會關係

與人際互動，進而引發他們的社區意識；而當居民提供物質幫助（工

具支持），則有助於社區的網絡連結，加強對於社區的認同感（Chaskin 

1999; Farrell et al. 2004; Nurullah 2012; Obst and White 2007; Smith 

2011）。同時，有學者也認為信任是人際關係中重要的社會資本，它

促進了資源交換或知識共享等意願行為，並有助於社區居民間的關係

更為融洽，以發展更強烈的歸屬感（Zhao et al. 2012）。

此外，Coleman（1990）的研究曾指出，緊密的社會連結可促使

個人目標實現、動員所需資源。從集體行動的角度來說，社區鄰里間

的情感性與工具性的交流，有利於居民融入社區，亦能強化對社區的

認同與義務，進而累積社區的社會資本（呂寶靜 2012a, b；羅家德

2014）。總而言之，綿密且高品質的情感與工具性網絡有助於社區居

民彼此間的連結，強化彼此的互動與整合，累積社區共同意識，促成

集體的行動與合作，進而協助社區的成長和發展；相對地，若缺乏連

結關係，將有損社區之凝聚，或造成人際疏離的現象，自然也就無法

發揮有利於社區集體的綜效（Halpern 2005; Kay 2006; Narayan 1999; 

OECD 2001）。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一：

H1：居民間社會網絡對社區意識有正向顯著影響

H1–1：居民間情感性網絡對社區意識有正向顯著影響

H1–2：居民間工具性網絡對社區意識有正向顯著影響

H1–3：居民的社區信任對社區意識有正向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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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是社區發展不可或缺的運作核心，不僅需要有形資源的

投入，更須以無形的人際網絡做為基礎。Gilchrist（2004）指出社區

內的網絡關係不僅能加強彼此的溝通與對話，更是促進集體行動的有

利條件，讓居民願意為改善社區生活的共同目標一同努力。羅家德

（2014）針對四川汶川大地震災後重建的分析，也證明了居民間的情感

與工具性網絡對災後村落重建工作的集體行動產生正向效果。換句話

說，若社區成員透過共同關係形成、情感連結或交流，物質的相互扶

助，將促使居民更加重視社區，更有可能參與社區活動（Butler et al. 

2002）。從功利的角度來說，社會網絡也可以成為居民重要的社會資

源，提供其他成員的生活救濟（如金錢或物資之協助），進而產生緊密

的連結，有助於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並努力解決公共問題（Li et al. 

2015）。同時，信任也是社區運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藉由居民

間彼此誠實、團結且相互關心的互動，較容易激發居民對社區公共事

務的參與動力（江大樹、張力亞 2016）。

總的來說，社區居民間關係的維繫，較容易促進成員的熟識和瞭

解，更能透過共有情感基礎與價值認同所導引的社區參與行動，深化

社區居民彼此間的信任關係，進而創造並蓄積社區的社會資本（林信

廷等 2012）。基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二與假設三：

H2：居民間社會網絡對社區參與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H2–1：居民間情感性網絡對社區參與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H2–2：居民間工具性網絡對社區參與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H2–3：居民的社區信任對社區參與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H3：居民間社會網絡對社區參與頻率有正向顯著影響

H3–1：居民間情感性網絡對社區參與頻率有正向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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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2：居民間工具性網絡對社區參與頻率有正向顯著影響

H3–3：居民的社區信任對社區參與頻率有正向顯著影響

（五）社區總體營造經驗差異之調節效果

文建會所推行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其核心為重建立人與人的關

係網絡，凝聚社區共識，並進行生活問題上的解決，營造社區成為公

共化與民主化的生活環境。換言之，社區總體營造是一個全面改造居

民互動、文化地貌、景觀環境和生活品質的長期工程，主要目的是要

改變居住在土地上人的觀念，激發他們生活共同體的意識，引導其透

過社區參與的民主方式，願意自動自發地改善社區環境與生活，營造

社區文化特色，並重建人與人，及人與環境的親密關係（陳錦煌

1999）。林雅真（2008）針對彰化縣社區營造經驗的研究，認為社區

營造能促使社區鄰里發展出緊密的社會網絡，凝聚社區居民的共識，

在營造過程中，居民可經由實際參與增進彼此互動，強化社區認同感

與社會關係，進而厚植社區的社會資本，也有助於社區的永續經營。

從國外的研究經驗來說，社區總體營造被視為是社會持續互動的重要

過程，透過居民間溝通協調、社區相互配合和信任，促進社區意識的

建立，亦促使居民願意參與社區共同的事務與發展目標（Ruiz-Ball-

esteros and Cáceres-Feria 2016）。而社區總體營造為一種在地行動的過

程，透過促進鄰里間的協調行動來努力改善當地資源運作，確保居民

日常需求，並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Bhattacharyya 2004）。據此，社區

總體營造活動的投入對社區居民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有正

向的效果，有社區營造經驗的社區更能發展出綿密的人際互動關係，

強化社區意識的凝聚，並轉化為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動力，形塑草根

民主，進而建構一個自主、參與且永續發展的公民社會（江大樹、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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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亞 2016）。

總的來說，社區營造的過程與成果可能影響社區社會資本的累

積，促使居民更加融入社區生活，建立人際關係互動網絡，獲得情感

與工具性的支持，強化社區居民的認同感、發揮更大的集體力量，透

過居民自主改善社區的生活品質，讓社區營造能持續發展（黃源協、

劉素珍 2009；楊桂珍 2009；黃源協等 2010；蕭揚基 2015）。因此，

相較於沒有營造經驗的社區，社區營造的經驗會對居民社會網絡與社

區意識、社區參與之關係帶來正向增強的調節效果（溫忠麟等 2005）。 

基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四與假設五：

H4： 社區營造經驗對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之影響具正向增強

調節效果

H5： 社區營造經驗對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之影響具正向增強

調節效果

H5–1： 社區營造經驗對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程度之影響

具正向增強調節效果

H5–2： 社區營造經驗對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頻率之影響

具正向增強調節效果

（六）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並參考相關文獻、理論與實證研

究，依照前述的研究假設，建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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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社區營造經驗

社會網絡

控制變數

社區意識

社區參與

H4

H1

H5-1
H5-2

H2

H3

情感性網絡
工具性網絡
社區信任

性別
年齡
婚姻
健康情形
經濟狀況
社經地位
居住時間
居住位置
熟識程度

社區參與程度

社區參與頻率

圖 1　研究架構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施測程序與研究樣本

根據內政部於1991年「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社區係指經鄉（鎮、

市、區）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推動

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與活動區域。就本研究就來說，台南市銀同里、

五妃里與社區主管機關所劃定的地理範圍相同，銀同里也大多被稱為

銀同社區，五妃里亦然，故適合做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範圍。選定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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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里、五妃里的理由有三：第一，都市型社區人際關係較為疏離，社

區意識低落，相較於鄉（農）村型的社區，更容易看出社區營造對社

會網絡、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的效果；第二，銀同里運用社區自有資

源，充分結合在地人力，營造出健康、安全、舒適之生活環境，並獲

得由行政院環保署所舉辦「第 20屆全國環境模範社區遴選活動」優

等，亦獲選全國十大模範環保社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優等，在社區

營造已有 10年以上的經驗，相對來說，五妃里卻缺乏營造經驗，適

合做為有無營造經驗的比對；第三，銀同里、五妃里皆位居台南市市

中心，一方面適合用來做為都市型社區的代表，且在地理區域、人口

特性、產業類別、社區規模具有相似性，兩者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理

事長皆為同一人，較容易控制社區營造經驗以外的影響因素。

依嚴謹的抽樣原理，本研究每個社區居民人數超過 1,000人，亦

是地區性的研究，若要進行問卷調查，適當抽樣樣本人數大約為 300

至 500位（Dillman  2000）。據此，本研究先從里長那邊取得全里的家

戶資料，先透過系統抽樣抽取家戶樣本，並以一戶一人（20歲以上）

的戶中抽樣法，做為該家戶的代表樣本（洪永泰 1996），每一個里抽

300位以上的里民，類似的抽樣規模與方法也在其他社區研究應用過

（廖培珊 2016）。

為求施測時能夠獲得較多的協助與支持，筆者從 2016年 1月就

開始在兩個社區蹲點到 9月，以了解社區的環境與人口分布，並與當

地的居民和里長建立信任關係。本研究正式施測的時間為 2016年 6月

至 9月，透過作者親自面訪總計回收 644份問卷，剔除面訪過程中不

想繼續接受訪問而中止填寫的部分，有效問卷共計 642份。以上的調

查，為作者科技部計畫所補助的研究之一（編號：MOST 105–2628–

H–024–001–SS2），在研究倫理上也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倫理審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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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倫理審查（案件編號：104–284），在調查過程中均恪遵研究倫

理要求。

在人口統計特性方面，銀同里受訪者總樣本數有 325位。男性有

128位，占樣本數 39.40%；女性有 197位，占樣本數 60.60%。在婚姻

方面，有配偶者為 194人，占 59.70%，無配偶者則為 131人，占樣本

數 40.30%；自評健康情形以普通居多，共 137人，占樣本數 42.20%；

社經地位以第五等（最低）人數最多，共有 124人，占樣本數 38.20%。 

此外，住家位置距離社區辦活動（里辦公室、活動中心）的地方，以

自覺非常近的比例最多，共有 105人，占樣本數 32.30%；與里長熟

識程度，以非常熟識最多，共有 110人，占樣本數 33.80%。

五妃里受訪者總計有 317人，當中男性有 121位，占樣本數的

38.20%；女性則有 196位，占樣本數 61.80%。在婚姻狀況，有配偶的

受訪者為 152人，占 47.90%，無配偶則為 165人，占樣本數 52.10%；

自評健康情形以普通居多，共 144人，占樣本數 45.40%；社經地位以

第四等人數最多，共有 128人，占樣本數 40.40%。此外，住家位置距

離社區辦活動（里辦公室、活動中心）的地方，以自覺有點遠的比例

最高，共有 128人，占樣本數 40.40%；與里長熟識程度，在五妃里以

完全不認識最多，共有 104人，占樣本數 32.80%。以上資訊請參閱

附錄 1。

（二）研究工具

在研究工具的設計上，本研究以前述文獻為基礎，進行概念化與

操作化。在問卷初稿完成後，先將問卷給予里長、社區發展協會幹

部、專家學者、社區輔導員等共五位協助進行專家效度檢核，初稿修

正後，再到台南市仁德區上崙里進行前測問卷的面訪，透過便利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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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共回收 104份問卷。繼之根據面訪問卷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

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並依據前述分析結果修正問卷後進行正式施

測。正式施測之後，回收的問卷本研究再進行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與

信度分析，以確保研究工具能達到嚴謹信、效度之要求。

1. 社會網絡

本研究所指的社會網絡是社區居民互動關係情形，實際測量居民

之間社會網絡的規模與品質，並將測量分為工具性以及情感性兩大部

分，問卷題項以 1997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之社會網絡與社區組

問卷為基礎，並依照本研究的個案特性進行文字上的修改，包含情感

性與工具性關係，題目內容請參閱附錄 2。

在本研究中，居民社會網絡的測量上是採用居民社區內情感與工

具網絡的規模，也就是依據關係連結的數量加以測量（陳美惠等

2008；趙延東 2011；羅家德 2014）。此外，雖然社區內情感與工具

性關係親屬關係的比例並非是本研究分析的重點，但親屬比例高，也

反映了社區居民的情感與工具網的社會支持來源，並非來自於與社區

鄰里互動所建立的非親屬人際關係，在討論社區營造的效果上有其重

要意義，故本研究在進行描述統計與社區有無營造經驗的比較時，也

會將此一變數納入分析與討論。

另一方面，針對社區信任的衡量，本研究根據王光旭（2016）的

社區信任量表做為參考，並以社區的街坊鄰居、里長、志工或服務幹

部以及服務團體或組織做為指標，題目共計 4題，受訪者依照題項描

述選擇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為 1分至 5分。正式施測時，為

檢驗本正式問卷的效度，本研究再次以因素分析考驗問卷之效度，其

解釋變異量為 85.81%，每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0以上，顯示

問卷每個題項均能有效測量社區信任。從信度來看，社區信任量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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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為 0.94，顯見本問卷在社區意識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 社區意識

本研究社區意識題項設計主要參考郭瑞坤等（2007）的社區意識

量表，並依照本研究個案的脈絡與特質進行適當的文字修正，量表總

計有 12題。在選項設計上，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五等量表，受訪者依

照題項描述來選擇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為 1分至 5分。在正

式問卷因素分析，結果 12題萃取了一個因子，解釋變異量為 59.70%，

每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0以上，顯示每個題項均能有效測量

社區意識。從信度來看，整體量表的 Cronbach’s α為 0.93，顯見本社

區意識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題目請參閱附錄 2。

3. 社區參與

本研究在社區參與的測量，採用兩種方式，第一種為測量居民對

參與程度的認知；第二種則測量參與頻率。在社區參與程度的題項，

本研究以 Plummer and Taylor（2004）所提出社區參與階梯做為主要架

構，並參酌了紀貝臻（2011）操作化的題項，將社區參與分為告知、

出席、表達、討論、決策與倡議等六種參與程度，衡量居民社區參與

的程度共計 10題。在選項設計上，採用李克特五等量表，受訪者依照

題項描述來選擇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為 1分至 5分。在針對

社區參與程度的因素分析中，並未如 Plummer and Taylor（2004）原始

量表將參與呈現出階梯的狀況，而是全部的題項整合成一個因子，其

解釋變異量為 77.62%，每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0 以上，整

體量表的 Cronbach’s α為 0.96，顯示社區參與程度的題項具有良好之

信、效度。

社區參與頻率則採用 Ohmer and Beck（2006）的文獻為基礎，另

參酌李維貞（2013）操作化的題項，依照本研究的實際情形進行適度



86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40期

調整，衡量居民 8種社區活動參與的頻率，分別給予 1分「從不參加」

到 5分的「總是參加」。本研究亦對社區參與程度及參與頻率各別進

行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結果亦萃取了一個因子，其解釋變異量高達

85.66%，每個問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0以上，整體信度為 0.97，

顯見社區頻率量表也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題目也請參閱附錄 2。

4. 控制變數

而社區意識的研究中，林瑞欽（1995）依其實證研究認為，年齡

越大的居民住在社區也越久，他們對社區的變化也較瞭解，自然對社

區較有深厚的感情，亦會有較強的社區意識。因此年齡與在社區居住

的時間，對社區意識有正向的效果。

從 Nasar and Julian（1995）研究結可發現，已婚者及有小孩的夫

婦會有較高的社區意識。此外，Kim（2007）認為居民屬性（年齡、

性別、收入等）與地方特性能促進社區意識多樣性的形成。另外，Lo 

and Jim（2010）發現年齡越低，以及從其他地方遷入者，其社區意識

較為薄弱；Lewicka（2010）則發現年齡、學歷、性別、居住時間、家

庭規模與住宅形態對社區意識有直接的影響。此外，紀孟君等（2011）

更指出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透過舉辦活動，進而與社區居民建立互動

交流的管道與情誼，在強調人情關係的華人社會中，理事長與居民關

係緊密，非但有利於居民配合社區發展協會活動的意願，具體反映在

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上，也能提高「我群」（like-me）的社區意識。

在社區參與的研究中，陳茂祥（1985）認為收入會影響居民的參

與，舉例來說，高收入者通常教育程度、職業種類、地位較高，因而

在參與社區活動時，可享有較優的報償；相反地，低收入者需花較多

時間在謀生工具上，較缺乏時間參與社區的事務。而居住在該社區時

間亦影響社區活動參與，居住時間越長，社區認同度越高，對社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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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越關切，進而有較高的參與意願（林勝義 1990）。

再者，Oh（2003）則針對一項老年鄰里社會連結的研究，發現

（1）居住時間長短會影響鄰里地方組織參與的機率；（2）男性比女性

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可能性愈高；（3）已婚、高教育、高收入者參與

的可能性愈低；（4）相較於房子非自有者，房屋自有的老人參與社區

事務的頻次較低。Xu et al.（2010）在測量社區政治參與發現，老年

人、已婚、具有小學以上的教育程度者，參與社區事務的比例較高，

甚至發現男性比女性更可能主動去投票；Chen et al.（2013）則發現

教育程度越高、已婚以及容易獲得訊息者都有強烈的參與意願。Sun 

and Zhang（2015）在低碳城市建設的研究，發現性別與年齡會對社區

參與有顯著影響。另外，Sundar et al.（2016）更指出當居民自覺健康

狀況越好，對社區參與動機越強、參與程度越高。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控制變數的部分，將以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健康狀況、經濟狀況、社經地位、居住時間、居住地點與社區活

動舉辦地點的距離，和里長間的熟識程度等變數對模型進行控制效果

的檢驗。在操作化上，性別是透過男女的選項測量；年齡則是直接請

受訪者填寫出生年，再進行計算；婚姻是透過名目尺度的選項請受訪

者進行勾選；自評健康情形的測量從非常差至非常好為 1至 5分；經

濟狀況是透過名目尺度的選項請受訪者進行勾選；社經地位則是透過

職業類別與教育程度的名目尺度之選項做為衡量標準，依評價的高低

排列成五個等級，給予 1至 5的分數，1為社經條件最好，5為最差

（林生傳 2005；Hollingshead 1957）；居住時間是直接請受訪者填寫居

住時間，再進行年數的轉換；居住位置則是以受訪者的住家位置至社

區辦活動的地方（如，里辦公室、活動中心）之主觀遠近進行測量，

從非常遠至非常近為 1至 5分；而與里長熟識程度是直接以完全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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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至非常熟識為 1至 5分進行測量。

四、研究結果

（一）有無營造經驗社區居民的差異性檢定

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1，結果發現：不同營造經驗的社

區在居民社區情感網絡的規模上有顯著差異（t= −2.43, p< 0.05），有

營造經驗社區居民的情感網絡規模（M= 1.44, SD = 1.57）大於缺乏營

造經驗的社區居民（M=1.13, SD=1.62）。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在

社區工具網絡規模上也有顯著差異（t= −2.16, p< 0.05），有營造經驗

社區居民的工具網絡規模（M= 1.32, SD= 1.43）大於缺乏營造經驗的

社區居民（M=1.06, SD=1.63）。另一方面，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在居

民情感網來自親屬的比例上有顯著差異（t= −1.88, p< 0.05），有營造

經驗社區居民的情感網絡比例（M= 0.68, SD= 0.41）大於缺乏營造經

驗的社區居民（M=0.59, SD=0.44）；而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在工

具網來自親屬比例則無顯著差異（t= −0.28, p= 0.73），有營造經驗社

區居民的工具網親屬關係比例（M= 0.66, SD= 0.42）與缺乏營造經驗

的社區居民（M= 0.65, SD= 0.42）的差異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

來自親屬的社會支持也大概占了六成五左右。由以上結果可發現情感

網與工具網中的對象是親屬的占大多數（平均數大於 0.50），顯見社

區鄰里間的情感與工具性支持大多還是依靠親屬，只有不到四成的比

例依靠非親屬人際關係。

而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在社區信任上有顯著差異（t= −8.60, 

p<0.001），有營造經驗的社區信任（M=3.70, SD =0.91），大於缺乏營

造經驗的社區（M=3.08, SD=0.91）。上述的結果初步證實了在都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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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無營造經驗社區在各主要變數之 T檢定

有無營

造經驗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無 317 1.13 1.62 −2.43*
有 325 1.44 1.57

社區工具網絡規模
無 317 1.06 1.63

−2.16*
有 325 1.32 1.43

情感親屬比例
無 152 0.59 0.44

−1.88*
有 203 0.68 0.41

工具親屬比例
無 144 0.65 0.42

−0.28
有 199 0.66 0.42

社區信任
無 317 3.08 0.91

−8.60***
有 325 3.70 0.91

社區意識
無 317 2.91 0.74

−7.79***
有 325 3.36 0.72

參與程度
無 317 2.26 0.77

−3.70***
有 325 2.51 0.94

參與頻率
無 317 1.80 0.87

−5.92***
有 325 2.30 1.24

*p< 0.05, **p<0.01, ***p<0.001

的社區中，有無營造經驗社區裡居民的社會關係網絡具有相當程度的

差異，有營造的地區很明顯的居民彼此間的關係規模與品質都優於沒

有營造經驗社區的居民。

此外，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在社區意識上有顯著差異（t=

−7.79, p<0.001），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其社區意識（M=3.36, SD =

0.72）大於缺乏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M=2.91, SD =0.74）。不同營造

經驗的社區居民在社區參與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3.70,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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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營造經驗社區的居民，參與程度（M= 2.51, SD = 0.94）也明顯大於

缺乏營造經驗的社區（M=2.26, SD=0.77）。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

在參與頻率上也有顯著差異（t=−5.92, p<0.001），有營造經驗的社區

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頻率亦是（M= 2.30, SD = 1.24）大於缺乏營造

經驗社區的居民（M=1.80, SD=0.87）。上述分析的結果，也初步顯示

了居民的社區意識、參與程度及參與頻率會因有無營造經驗而有所差

異，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確實在集體意識與參與能量都高於沒有營

造經驗的社區居民。

綜合前述 T檢定的分析結果與討論，都市型社區中社區營造的投

入對居民間的連結，與社區生活的整合，以及社區發展的活絡，均造

成了正面的影響。

（二）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的結果如表2所示，從每個變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來看， 

都市型社區居民的社區情感網絡平均規模是 1.29位，工具性網絡的規

模是1.19位，情感性網絡比工具性網絡的規模稍大。從社區信任來看， 

高於中位數，顯見受訪者對社區鄰里的信任是抱持較為正面的態度。

另外，不論是社區參與程度認知的平均數（2.39）及參與頻率（2.05）

皆低於中位數，顯示從主客觀來說都市型社區居民的社區參與較為低

迷。社區意識（3.14）則反映出中間偏高的情形。

就個人背景而言，性別與居民的社區情感網絡規模有顯著的負相

關（r=−0.09, p<0.05），對參與程度有顯著的正相關（r=0.11, p<0.01），

顯示男性居民情感性網絡的規模較女性小，但社區參與的程度較高。

年齡與社區信任呈現顯著的正相關（r= 0.38, p< 0.01），對社區意識

（r=0.40, p<0.01）、參與程度（r=0.24, p<0.01）及參與頻率（r=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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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也是顯著的正相關，顯示居民年紀越長者，對社區的信任越

高，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也較高。而有配偶與社區信任呈現有顯著的

正相關（r= 0.22, p<0.01），對社區意識（r =0.27, p< 0.01）、參與程度

（r=0.16, p<0.01）及參與頻率（r=0.11, p<0.01）也是顯著的正相關。

經濟狀況則與參與程度（r = −0.08, p< 0.05）及參與頻率（r= −0.14, 

p<0.01）有顯著的負相關。社經地位與社區信任呈現有顯著的正相關

（r=0.14, p<0.01），對社區意識（r=0.20, p<0.01）、參與程度（r=0.21, 

p<0.01）及參與頻率（r = 0.23, p<0.01）也是顯著的正相關，顯示社

經地位越低，對社區居民的信任程度越高，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也會

比較高。

此外，就居住條件而言，居住時間與居住位置呈現有顯著的正相

關（r=0.17, p<0.01），與里長的熟識程度也呈現有顯著的正相關（r=

0.43, p<0.01），在社區住得越久，與里長之間的熟悉程度越高。住家

位置與里長的熟識程度呈現有顯著正相關（r=0. 34, p< 0.01），顯示住

家位置若與社區辦活動的地方（如：里辦公室、活動中心）越近，與

里長的熟識程度則越高。居住時間亦與社區信任呈現有顯著的正相關

（r=0.27, p<0.01），對社區意識（r=0.34, p<0.01）、參與程度（r=0.27, 

p<0.01）及參與頻率（r = 0.29, p<0.01）也是顯著的正相關，在社區

住得越久，就會越容易把自己當成社區的一分子，更積極參與社區事

務。住家位置與社區信任（r=0.24, p<0.01）、社區意識（r=0.23, p<

0.01）呈現顯著正相關。而與里長熟識程度與對社區信任呈現顯著的

正相關（r= 0.54, p<0.01），對社區意識（r =0.52, p< 0.01）、參與程度

（r= 0.31, p< 0.01）及參與頻率（r= 0.31, p< 0.01）也是顯著正相關，

顯示與里長越熟識，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程度和頻率均越高。

從解釋變數來看，社區居民情感網絡的規模與社區工具網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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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變項敘述統計值與相關係數矩陣（N=642）

變　　數
敘述性統計量 相關係數矩陣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B1 B2 B3 D1 E1 E2

控制變數

A1性別 642 0.39 0.48
A2年齡 642 45.53 18.56 −0.03
A3婚姻 642 0.54 0.49 0.01 0.49**
A4健康情形 642 3.39 0.82 0.01 −0.16** −0.00
A5經濟狀況 622 1.54 1.47 0.23** −0.17** 0.09* 0.09*
A6社經地位 642 3.94 0.95 −0.22** 0.37** 0.08* −0.12** −0.57**
A7居住時間 642 29.51 20.68 0.12** 0.60** 0.20** −0.10* −0.13** 0.21**
A8居住位置 642 3.68 1.00 0.02 0.25** 0.11** 0.06 −0.03 0.04 0.17**
A9與里長熟識程度 642 2.98 1.40 0.05 0.53** 0.31** 0.00 −0.03 0.15** 0.43** 0.34**

解釋變數

B1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642 1.29 1.60 −0.09* 0.00 −0.02 −0.07 −0.06 0.04 0.03 0.11** 0.06
B2社區工具網絡規模 642 1.19 1.54 −0.05 −0.02 −0.02 −0.05 −0.03 0.03 0.00 0.13** 0.04 0.81**
B3社區信任 642 3.40 0.96 0.06 0.38** 0.22** 0.00 −0.01 0.14** 0.27** 0.24** 0.54** 0.06** 0.06

結果變數

D1社區意識 642 3.14 0.76 0.04 0.40** 0.27** 0.01 −0.04 0.20** 0.34** 0.23** 0.52** 0.08 0.06 0.75**
E1參與程度 642 2.39 0.87 0.11** 0.24** 0.16** 0.05 −0.08* 0.21** 0.27** 0.07 0.31** 0.01 −0.04 0.40** 0.59**
E2參與頻率 642 2.05 1.10 0.07 0.25** 0.11* 0.02 −0.14** 0.23** 0.29** 0.04 0.31** 0.07 0.01 0.36** 0.51** 0.70**

*p<0.05, ** p<0.01, *** p<0.001
註：1.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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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正相關（r= 0.81, p< 0.01），顯見華人社會中情感性與工具

性關係有某種程度的重疊與混合。情感網絡規模與對社區居民的信任

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r =0.06, p<0.01），驗證了 Granovetter（1985）

認為強連帶為人們提供信任的基礎之論述。而社區信任與社區意識

（r=0.75, p<0.01）、參與程度（r=0.40, p<0.01）及參與頻率（r=0.36, 

p<0.01）也是顯著的正相關。另外，從結果變數的關係，社區意識對

參與程度（r= 0.59, p<0.01）及參與頻率（r=0.51, p< 0.01）也是顯著

的正向關聯，均顯示社區意識越高，社區參與則越高，反之亦然。而

參與程度對參與頻率（r =0.70, p<0.01）是顯著的正相關。

最後，前述變數間的相關性，顯示居民社區的情感網絡、工具網

絡、社區信任與社區意識和社區參與之間環環相扣。但相關係數是未

控制其他變數的情況下兩兩變數關聯的結果，因此進一步以階層式迴

歸分析檢定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間的關聯性。

（三）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關聯性之檢定

一、社區意識（H1）

針對居民社會網絡是否對社區意識有正向顯著預測效果之檢定，

其分析結果如下表 3。在模型二中，社區情感網絡規模的未標準化 B

係數為 0.06（p<0.01）、社區工具網絡規模的未標準化 B係數為 −0.05

（p< 0.05），社區信任的未標準化 B係數則為 0.48（p< 0.001）；而相

較於僅有控制變數的模型一，整個模型的 Adj R2從原本的 0.32提升

到 0.60（△R2 = 0.27,  p< 0.001），顯示在控制個人背景變數與居住狀

況的條件下，解釋變數置入模型對依變數的解釋變異量具有明顯的提

升效果，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與社區信任，對社區意識的提升會有顯著

的預測效果，然而社區工具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的提升具有負向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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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會網絡（情感網）與社區意識的關聯性（N=642）

變　數
社區意識

模型一 模型二

題項 B VIF B VIF

截距 1.64 0.81

控制變數

性別 0.03 1.11 −0.00 1.13

年齡 0.00 2.57 −0.00 2.62

婚姻 0.11 1.38 0.11* 1.38

健康情形 0.02 1.05 0.01 1.06

經濟狀況 0.01 1.58 0.00 1.58

社經地位 0.08* 1.71 0.05* 1.71

居住時間 0.00 1.73 0.00** 1.74

居住位置 0.03 1.16 0.01 1.18

熟識程度 0.22*** 1.57 0.06** 1.89

解釋變數

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0.06** 3.29

社區工具網絡規模 −0.05* 3.29

社區信任 0.48*** 1.47

R2 0.33 0.61
Adj R2 0.32 0.60
F 31.80*** 73.24***

△R2 0.33*** 0.27***

*p<0.05, ** p<0.01, *** p<0.001
註：1.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4.表中 B值為未標準化 B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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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效果。換言之，居民社區情感網絡的規模越大，社區意識越高；而

居民的社區信任越高，關係品質越好，社區意識也越高，H1–1、H1–3

皆得到了統計上的支持。反之，居民社區工具網絡規模越大，社區意

識則越低，H1–2未獲得支持。

二、社區參與（H2與 H3）

針對居民社會網絡是否對社區參與有正向顯著影響，其分析結果

如表 4。在以參與程度為依變數的模型二中，社區情感網絡規模的未

標準化 B係數為 0.12（p<0.001）、社區工具網絡規模的未標準化 B係

數為 −0.15（p< 0.001），社區信任的未標準化 B係數則為 0.27（p<

0.001）；而整個模型的 Adj R2從原本的 0.15提升到 0.23（△R2 =0.08, 

p<0.001），顯示在控制個人背景變數與社區居住條件下，居民社區情

感網絡規模、社區信任對參與程度的提升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社

區工具網絡規模則對參與程度的提升具有負向顯著的預測效果。換句

話說，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越大，參與程度的認知越高；社區信任

越高，參與程度也越高。H2–1、H2–3皆得到統計上的支持。相反地，

社區工具網絡規模越高，參與程度則越低，H2–2未獲得支持。

此外，在以參與頻率為依變數的模型二中，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

模的未標準化 B係數為 0.12（p<0.01）、社區工具網絡規模的未標準

化 B係數為 −0.11（p< 0.05），社區信任的未標準化 B係數則為 0.27

（p<0.001）；而整個模型的 Adj R2從原本的模型一的 0.15提升到 0.20

（△R2 = 0.05, p<0.001），顯示在控制了個人背景變數與社區居住條件

變數之後，社區情感網絡規模、社區信任對參與頻率有正向顯著的影

響，社區工具網絡規模則同前模式，與參與頻率有負向關聯性。換言

之，居民間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越大，參與頻率也會越高；社區信任越

高，參與頻率也越高。H3–1、H3–3在統計上皆得到支持。反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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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的關聯性（N=642）

變　數
參與程度 參與頻率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題項 B VIF B VIF B VIF B VIF

截距 0.94 0.50 0.70 0.20

控制變數

性別 0.18* 1.11 0.17* 1.13 0.17 1.11 0.17 1.13

年齡 −0.00 2.57 −0.00 2.62 −0.00 2.57 −0.00 2.62

婚姻 0.09 1.38 0.09 1.38 −0.04 1.38 −0.03 1.38

健康情形 0.07 1.05 0.06 1.06 0.07 1.05 0.06 1.06

經濟狀況 −0.01 1.58 −0.01 1.58 −0.05 1.58 −0.06 1.58

社經地位 0.16*** 1.71 0.15*** 1.71 0.16** 1.71 0.14** 1.71

居住時間 0.00** 1.73 0.00** 1.74 0.00** 1.73 0.00** 1.74

居住位置 −0.02 1.16 −0.03 1.18 −0.07 1.16 −0.08 1.18

熟識程度 0.16*** 1.57 0.07** 1.89 0.20*** 1.57 0.11** 1.89

解釋變數

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0.12*** 3.29 0.12** 3.29

社區工具網絡規模 −0.15*** 3.29 −0.11* 3.29

社區信任 0.27*** 1.47 0.27*** 1.47

R2 0.16 0.25 0.16 0.21

Adj R2 0.15 0.23 0.15 0.20

F 12.78*** 16.05*** 12.62*** 13.14***

△R2 0.16*** 0.08*** 0.16*** 0.05***

*p< 0.05, ** p<0.01, *** p <0.001
註：1.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4.表中 B值為未標準化 B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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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區工具網絡規模越大，參與頻率反而越低，H3–2未獲得支持。

三、社區總體營造經驗差異之調節效果（H4與 H5）

本研究採用分組法來針對社區營造經驗的差異（Clogg, Petkova 

and Haritou 1995；榮泰生 2006），是否對居民社會網絡、社區信任與

社區意識、社區參與的關係之間造成調節效果進行比較性的驗證，以

有營造經驗的樣本與無營造經驗的樣本進行主要效果的比較，分析結

果如表 5與表 6。

首先，就以社區意識做為依變數的模型來說，控制變數的部分，

無論在有無營造經驗的社區，與里長的熟識程度越高，對社區意識的

預測且皆達到顯著的效果，但若是婚姻、社經地位與居住時間，則只

有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對社區意識的預測效果達到顯著。再者，在無營

造經驗社區的模型，主要的解釋變數僅有居民社區信任（B=0.49, p<

0.001）對社區意識的提升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反之，在有營造經

驗的社區，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越高（B=0.08, p< 0.01），對社區意

識的提升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社區工具網絡規模越高，則社區意

識（B = −0.09, p< 0.01）越低，也達到顯著水準；而社區信任程度越

高，社區意識的提升（B=0.50, p<0.001）則具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

此外，為了增加分析結果強度，本研究也進一步比較有無營造經

驗的社區樣本之所有模組係數（coefficients），檢驗係數在兩個樣本的

模組中是否有顯著性差異，若求出來的 | z |值大於 1.96，則表示兩個

樣本之迴歸係數有顯著差異（Clogg et al. 1995），其計算公式如下：

Z= b1−b2
SEb12 +SEBE2

從居民的社區情感網絡規模（Z= −1.77）與工具網絡規模（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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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社區營造經驗的調節效果：社區意識

變　數

社區意識

無營造經驗 有營造經驗
Z

B S. E. VIF B S. E. VIF

截距 0.69 0.26 0.80 0.23

控制變數

性別 −0.06 0.06 1.11 0.05 0.05 1.19 −1.33

年齡 0.00 0.00 2.47 −0.00 0.00 2.59 1.10

婚姻 0.03 0.07 1.60 0.16** 0.05 1.25 −1.35

健康情形 0.04 0.03 1.05 −0.00 0.03 1.15 1.13

經濟狀況 −0.01 0.02 1.60 0.02 0.02 1.68 −1.30

社經地位 0.03 0.04 1.61 0.07* 0.03 1.83 −0.12

居住時間 0.00 0.00 1.54 0.00** 0.00 1.66 −1.06

居住位置 0.03 0.03 1.10 −0.00 0.02 1.27 0.91

熟識程度 0.08** 0.03 1.53 0.05* 0.02 1.80 0.63

解釋變數

社區情感網規模 0.00 0.03 4.53 0.08** 0.02 2.63 −1.77

社區工具網規模 0.00 0.04 4.54 −0.09** 0.02 2.63 1.87

社區信任 0.49*** 0.03 1.20 0.50*** 0.03 1.65 −0.23

R2 0.52 0.63
Adj R2 0.50 0.61
F 24.80*** 40.26***

△R2 0.32*** 0.27***
N 317 325

*p<0.05, ** p<0.01, *** p<0.001
註：1.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4.表中 B值為未標準化 B係數。



100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40期

1.87）、社區信任（Z=−0.23）來說，雖然有無營造社區的情感性關係

與工具關係、社區信任之 Z值並不顯著，但可從兩者還是可以看得出

相較於無營造經驗的社區，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其情感性關係的規

模與社區信任，皆對社區意識的解釋變異量的變化具有顯著的正向效

果，而工具性網絡則是負向顯著的效果。雖然從分組法的 Z值來說，

有營造與無營造的迴歸係數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水準，H4無法獲得

支持，但與無營造經驗社區樣本不同的是，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在所有

的解釋變數對社區意識提升的預測能力均達統計上的顯著效果。

繼之，如表 6所示，以參與程度的認知做為依變數的模型來說，

在控制變數的部分，無論在有無營造經驗的社區，社經地位、與里長

的熟識程度越高，對參與程度的預測且皆達到顯著的效果，但若是性

別與居住時間，則只有在有營造經驗的社區才會對參與程度的高低產

生預測效果；而年齡、居住位置也只有在有營造經驗的社區的居民產

生預測效果，但對參與程度的影響卻是負向。再者，在無營造經驗社

區的主要解釋變數中，僅有居民的社區信任（B=0.32, p<0.001）對參

與程度認知變異量的解釋力達正向顯著效果。反之，在有營造經驗的

社區，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越大（B=0.16, p<0.01），對參與程度的

提高具有預測效果；社區工具網絡規模越大，則參與程度（B=−0.20, 

p<0.001）越低；社區信任程度越高，參與程度（B=0.28, p <0.001）

也會越高。

本研究進一步以 Z值檢定兩社區之迴歸係數，在控制變數中，性

別（Z = −2.26）與居住位置（Z=2.74）產生顯著差異。在解釋變數中，

兩社區居民的社區情感網絡規模（Z=−1.86）與社區信任（Z=0.41）

Z值小於 1.96，兩迴歸係數的差異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從迴歸

係數的顯著性來說，還是看得出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其社區內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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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社區營造經驗的調節效果：參與程度

變 數

參與程度

無營造經驗 有營造經驗 Z

B S. E. VIF B S. E. VIF

截距 0.06 0.32 0.55 0.44

控制變數

性別 0.02 0.08 1.11 0.33** 0.11 1.19 −2.26

年齡 0.00 0.00 2.47 −0.00* 0.00 2.59 1.59

婚姻 0.05 0.09 1.60 0.10 0.11 1.25 −0.31

健康情形 0.07 0.04 1.05 0.06 0.06 1.15 0.15

經濟狀況 −0.03 0.03 1.60 −0.02 0.04 1.68 −0.15

社經地位 0.10* 0.04 1.61 0.20** 0.07 1.83 −1.06

居住時間 0.00 0.00 1.54 0.00* 0.00 1.66 −0.47

居住位置 0.07 0.04 1.10 −0.11* 0.05 1.27 2.74

熟識程度 0.07* 0.03 1.53 0.10* 0.05 1.80 −0.44

解釋變數

社區情感網規模 0.03 0.04 4.53 0.16** 0.05 2.63 −1.86

社區工具網規模 −0.05 0.05 4.54 −0.20*** 0.05 2.63 2.00

社區信任 0.32*** 0.04 1.20 0.28*** 0.06 1.65 0.41

R2 0.33 0.23
Adj R2 0.30 0.20
F 11.21*** 7.31***

△R2 0.13*** 0.08***
N 317 325

*p<0.05, ** p<0.01, *** p<0.001
註：1.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4.表中 B值為未標準化 B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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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關係的規模與社區信任，皆對參與程度的提升具有顯著的預測效

果。另外，以居民的社區工具網絡規模（Z=2.00）來說，無營造經驗

的居民，在工具網絡規模與參與程度的關聯性並不顯著，然有營造經

驗的社區更容易因為工具網絡規模越高而導致社區參與程度越低。故

社區營造經驗的差異對於控制變數、解釋變數和參與程度間的關係，

在性別、居住位置與社區工具網絡規模造成了某種程度的調節效果，

特別是有營造經驗讓社區居民的工具網規模對參與程度的負向影響達

到顯著，故 H5–1在本研究的資料上部分得到統計上的驗證。

最後，以參與頻率為依變數的模型來說，控制變數的部分，無論

在有無營造經驗的社區，與里長的熟識程度越高，皆對提升參與頻率

有正向的預測效果，這很有可能是因為與里長熟識的居民較容易被里

長動員。但若是健康情形、社經地位與居住時間，則只有有營造經驗

社區的樣本對參與頻率的預測效果達到顯著水準。再者，在無營造經

驗的社區，主要的解釋變數中，僅有居民社區信任（B=0.33, p<0.001）

對參與頻率變異量的解釋達正向顯著的效果。反之，在有營造經驗的

社區，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越大（B=0.17, p<0.01），參與頻率也越

高；社區居民工具網絡規模越大，則參與頻率（B=−0.19, p< 0.01）與

前述相同，為負向的預測效果；而社區信任程度越高，對居民參與社

區事務頻率的提升（B=0.24, p<0.01）也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此外，

本研究進一步以 Z值檢定兩社區迴歸係數之差異，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Z = −1.49）與社區信任（Z= 0.93）之 Z值並未超過 1.96，兩者係數

未達顯著差異，然從各自迴歸係數的顯著性，還是可以看出有營造經

驗的社區居民情感性關係規模與社區信任皆對參與頻率有顯著且正向

的預測效果。另外，以兩個居民的工具網絡規模迴歸係數 Z值（Z= 

2.03）來說，兩者差異達顯著水準。換言之，原本無營造經驗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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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社區營造經驗的調節效果：參與頻率

變　數

參與頻率

無營造經驗 有營造經驗
Z

B S. E. VIF B S. E. VIF

截距 0.45 0.39 −0.11 0.59

控制變數

性別 0.02 0.09 1.11 0.29 0.14 1.19 −1.52

年齡 −0.00 0.00 2.47 −0.00 0.00 2.59 0.00

婚姻 −0.00 0.11 1.60 −0.02 0.15 1.25 0.13

健康情形 −0.02 0.05 1.05 0.21* 0.08 1.15 −2.33

經濟狀況 −0.02 0.03 1.60 −0.12 0.06 1.68 1.34

社經地位 0.07 0.05 1.61 0.20* 0.09 1.83 −1.15

居住時間 0.00 0.00 1.54 0.01** 0.00 1.66 −1.60

居住位置 −0.02 0.05 1.10 −0.13 0.07 1.27 1.22

熟識程度 0.12** 0.04 1.53 0.10 0.07 1.80 0.30

解釋變數

社區情感網規模 0.04 0.05 4.53 0.17** 0.06 2.63 −1.49

社區工具網規模 0.00 0.06 4.54 −0.19** 0.07 2.63 2.03

社區信任 0.33*** 0.05 1.20 0.24** 0.09 1.65 0.93

R2 0.22 0.21
Adj R2 0.19 0.17
F 6.62*** 6.27***

△R2 0.11*** 0.04***
N 317 325

*p<0.05, ** p<0.01, *** p<0.001
註：1.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4.表中 B值為未標準化 B係數。



104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40期

居民在社區工具網規模和參與頻率是正向但未達顯著的關係，有營造

經驗的社區居民會因較大的工具網絡規模，對社區參與頻率的提升有

負向顯著的預測效果，社區營造經驗的差異對解釋變數和參與頻率間

的關係造成了負向且顯著的調節效果，故 H5–2對正向調節效果的假

設並未得到統計上的支持。

五、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從社區居民的角度，透過社會網絡分析的應

用，了解居民間社會網絡對社區意識和社區參與的影響，繼之驗證社

區營造的經驗是否有助於強化居民間的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社區參

與的程度，系統性地檢視社區營造所產生的效果。

在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的關聯性，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或社區

信任，皆能對社區意識的提升具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H1–1與H1–3

成立）；以及在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的關聯性，居民的社區情感網絡

規模與社區信任也皆能顯著且正向的解釋居民參與程度的認知及參與

頻率的變異程度（H2–1、H2–3與 H3–1、H3–3成立）。居民間情感網

絡是以感情為基礎，並以社區為範圍的社會互動及關係系統，具有強

連帶與互動緊密的特質，透過生活中所累積的熟悉感與信任建立社區

共識，進而增進社區互動，強化社區認同感，厚植社區的社會資本。

社區信任反映出與社區鄰里關係的品質，信任感越高，對於產生更強

烈的集體意識及參與行為具有正向的預測效果，以上也呼應了李俊豪

（2010）、林信廷等（2012）、黃源協等（2011）的研究結果。

此外，居民的社區工具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參與程度認知及參



社區人際網絡與社區意識及參與關聯性之研究　105

與頻率的影響雖然顯著，但卻呈現負向關聯性，與本研究的假設相左

（H1–2、H2–2與 H3–2皆不成立），且調節效果的檢定上，Z值也達差

異顯著的判斷標準。也就是說，當受訪者在工具性的互動上來自社區

內鄰里的協助越多，則社區意識強度下降，也會對參與程度及參與頻

率的提升產生負向的預測效果，居住在有營造的社區居民更是如此。

這很有可能反映都市型的社區人際關係較為疏離，而工具性網絡可視

為一種弱連帶的關係，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能動員異質性的資源，其互

動不必然很密切，並非是建立在緊密聯繫的基礎之上（Granovetter 

1973），關係的成立是一種理性計算的結果。社區營造的效果，雖然增

加了居民的工具性互動的規模，僅是讓居民更容易去動員異質性資源

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非提高社區意識或參與社區事務。因此，社區

內工具性網絡規模較大的居民，雖然較容易找社區鄰里協助，具有動

員異質性資源的優勢，但卻未必會與鄰里間形成緊密的關係，工具性

網絡規模大的居民不見得會有高的社區集體意識，自然也不見得會對

其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意願有正向的預測效果。

若從本研究兩個社區居民的分析結果檢視，社區營造的投入與經

驗，應有助於社區居民擴大自身情感網絡與工具網絡規模。但分別從

兩種網絡與社區意識和社區參與的關聯性，可以發現情感性網絡的功

能，較能正向提高社區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與凝聚力，強化對社區公

共事務的參與；而工具性網絡的功能較為偏向讓居民更容易動員社區

內的鄰里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提高自身社區內的社會支持網絡，與社

區凝聚力或參與的提升不必然有正向關聯性。

在有無營造經驗調節效果與差異性的檢定上，社區營造經驗對於

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與社區意識、參與程度及參與頻率之關係，以及社

區信任與社區意識、參與程度及參與頻率之關係，雖然 Z值並未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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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營造經驗的調節效果並未有統計上的支持，但相

較於未有營造經驗的社區，仍可看出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在自依變數的

關係上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對照 T檢定的結果，也發現有營造

經驗社區的居民，與沒有營造經驗社區的居民，在兩種網絡關係的規

模、社區信任的強度、社區意識的高低，社區參與和頻率皆有極其顯

著的差異。從過去以社區負責人為調查主體的研究發現，社區營造的

經營與成果，可正向影響社區社會資本的累積，使居民更加融入社區

生活，建立人際關係互動網絡，強化社區居民的認同感、發揮更大的

集體力量，改善社區的生活品質，讓社區營造能永續發展，甚至進一

步促使社區達成公共化與民主化的成效，成為草根民主實踐的場域（黃

源協、劉素珍 2009；楊桂珍 2009；黃源協等 2010；蕭揚基 2015）。

因此，本研究以居民為調查主體所分析的結果，更顯示了社區營造與

本研究主要調查變數之間的關聯性，社區營造的經營有利於對居民的

社區意識及參與行為產生積極正面的培養效果，也有利於重建社區內

的鄰里互動網絡與強化社區信任。

從迴歸模型的分析結果來看，控制變數也呈現了三個重要分析結

果：

首先，社經地位在本研究是職業類別與教育程度的綜合指標，是

影響社區參與程度和頻率的重要背景因素，而社經地位越高，對社區

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具有負向顯著的預測效果；雖然這個結論與陳茂

祥（1985），以及 Chen et al.（2013）的研究看法不同，但卻呼應了 Oh

（2003）的研究結果。本研究的推測是認為都市型社區的居民在社經

條件越好的狀況下，可能在工作上或其他事務上投入的時間較多，較

沒有多餘的精力去參與社區的事務。

第二，本研究亦發現，在社區居住時間的長短對社區參與程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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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的提升產生正面的預測效果，特別是在有營造經驗的社區裡，居

民居住在該社區的時間的長短，更容易對社區活動參與造成正面影

響，也更容易對社區產生認同度，並對社區公共事務表達更多的關

切，進而擁有較高的參與意願，此一結果與林勝義（1990）的研究結

果不謀而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的研究鮮少將與里長熟識程

度的變數置入研究中探討，而本研究發現熟識程度也能對社區意識、

參與程度及參與頻率的提升產生正面的預測效果，亦即居民與里長越

熟識，越容易產生較高的社區意識及較強烈的參與意願和行為，這很

有可能是因為與里長熟識的居民，較容易得知社區事務的訊息，在社

區內的參與效能感較強，也容易被動員去參與社區內的公共事務。

最後，本研究採用自我中心網絡並結合提名法來測量居民間情感

與工具網絡的規模，在社會網絡分析當中已經是很成熟，應用很廣的

操作方法。國內的大型調查，也早在 1997年的社會變遷調查中，採

用過同樣的方法，對社區居民的網絡資料進行蒐集與分析。但若是在

社區研究領域內，特別是對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則幾乎都是採用認

知量表對關係進行認知性的調查，得知的是居民或社區里長對居民間

關係的印象，而非從居民自身出發的實際關係，在關係的測量便呈現

出較為間接的測量效果（黃源協等 2010；黃源協等 2011）。從本研

究社區情感網與工具網的規模來看，社區內情感網平均僅有 1.29人，

而工具網僅有 1.19人，其中情感網與工具網中的對象是親屬關係的平

均還是有六成以上，這樣的比例與羅家德（2014）研究中國農村社區

關係網親友比例（0.83），以及趙延東（2011）對中國城市居民網絡強

連帶比重（0.87）的結果稍低；2但與熊瑞梅（2001）以 1997年第三

2  羅家德（2014）與趙延東（2011）的親友比例或強連帶的操作型定義除了親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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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分析結果相較，熊瑞梅分析的情感網絡親屬比例

接近六成，工具網絡比例則超過六成，與本研究結果相似。顯見無論

是中國大陸或台灣平日構築的人際網絡，社區鄰里間的互動關係大多

還是跨不過親屬，社區營造的投入對建立非親屬人際關係的效果並不

顯著，關係建立的同質性高但異質性弱，使得社區內的情感網絡與工

具網絡也相對狹窄。

（二）研究建議

綜合上述討論，針對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的提升，以及強化居民

間的社會關係網絡，厚植社區社會資本，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從描述統計的結果來看，社區意識、社區參與程度及頻率

的整體得分普遍較低，特別是參與程度認知與頻率都不足中位數，顯

見都市型社區居民對社區集體事務參與的冷漠，更遑論能透過社區參

與來達成基層民主，厚植公民社會潛能的目的。其原因是可能是都市

化程度高的地區人們的工作較為忙碌，每天回到家就是睡覺，也與鄰

里間缺乏互動，以致於難以對一個居住的區域形成集體意識，也缺乏

對社區事務的投入，此現象是社區政策規劃者與社區營造的實踐者所

不容忽視的，亦是社區工作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從社區營造的目的

來說，社區意識的凝聚需要增加居民對所處社區情感的積累，提升對

社區的依附感，進而達到水平交流，並從中培養出關懷社區公共事務

的精神與參與感，促進社區生活改善的實現。而為達到讓居民積極參

與社區事務，除了透過營造活動培養居民間互動網絡，增強鄰里互信

之外，首要之務也要強化社區做為一個公共化與民主化的參與空間，

 還包含密友與好友，故比例可能因此比本研究與熊瑞梅（2001）的分析結果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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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效能感，而非讓參與或社區意識僅限於與里

長交好之人。比如說：現今推動社區審議式公民參與模式，透過鼓勵

民眾直接參與政策精神的實踐，增強民眾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能量，

提升社區意識，讓公民社會更加完善（Rifkin 2014）。透過居民、政策

規劃者與社區幹部共同參與社區事務與協商，使居民不僅有機會表達

自己意見和增加被聆聽的機會，更要學習尊重他人的觀點和態度，以

期提升民主質量（林子倫 2008）。

第二，拓展社區居民情感性網絡的建立。依據分析結果所述，情

感性網絡無論對社區意識或社區參與，均達到正向顯著的效果。雖然

情感性網絡的特質是為了滿足個人在關愛、溫情、安全感等情感方面

的需要法則，獲得社會支持，大多建立在與家人的互動關係上，因此

具有強連帶的特質，互動密度高。然社區居民的情感網絡若僅侷限自

己的親屬，並沒有拓展到一般的鄰里，便很難把信任關係從家人推展

到鄰里，相對來說便難以營造社區的意識，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也

可能僅侷限於與里長熟識的社區居民，更不可能促成廣泛的社區參

與。據此，社區營造的投入與經營，對拓展居民間情感性網絡便顯得

相當重要，特別是對非親屬情感性網絡的拓展。建議以社區發展協會

或村里辦公處為主軸，多舉辦社區性的聯誼活動，讓社區居民能多到

社區公共的場所交流互動，促進彼此的認識，拓展社區居民間除了家

人以外的情感性關係網絡，讓居民與社區鄰里產生更緊密的連結，累

積社區參與的能量，以利社區意識的培養並促進社區發展。

第三，社區信任的測量反映了社區內居民關係的品質。在本研究

中，無論在有營造或無營造的社區當中，社區信任對社區意識、社區

參與程度及頻率皆造成正向且顯著的影響，鄰里間的信任感對於社群

認同與參與的促進效果，比情感性網絡的滲透力更強。居民間情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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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需要社區營造的激發，才能對社區意識及參與產生正向且顯著的

影響，但對鄰里的信任關係不論在哪種社區，均能轉化為促進網絡互

動的驅力，進一步帶動社區社會資本的良性循環，厚植社區意識與公

共參與能量。換言之，信任更是社群認同與集體行動的基礎。基此，

鄰里間信任的提升有必要列為促進居民間人際互動與資訊流通的重要

社區工作之一。從 Granovetter（1985）的觀點來說，其認為強連帶為

人們提供信任的基礎，而鄰里信任又可以強化居民的社區意識與社區

參與，因此鄰里間情感性關係的提升可視為促成社區信任的重要策略

之一。具體策略上，可藉由居民共同關心的議題，凝聚社區的意識與

認同感，將意識層次的力量轉化為具體的行動，引發社區更廣泛的參

與，並回饋到居民間關係網絡與鄰里信任的提升（林信廷等 2012）。

最後，本研究的結果驗證了社區營造的經驗對居民網絡、社區信

任、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的正向效果，社區營造政策的持續推動，有

利於台灣營造一個具有豐富社會資本與參與熱情的社會。從研究結果

顯示，落實社區營造政策能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然而目前官方的統

計資料顯示，全國的社區當中，真正進行社區營造的社區僅不到四分

之一，也反映了台灣社區營造的工作尚有努力的空間。

社區總體營造是草根性的社會運動，需要居民理念上的認同，更

需要動員參與，才能讓社區營造的政策目標開花結果。社區民主的理

念若要進一步發展，里長或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推手角色就顯得相

當重要，由於與里長熟識會對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有正向的關聯性，

此也代表了里長應該要勤走動，多與鄰里鄉親接觸，而非把互動集中

在社區內少數人身上，並透過展開一連串積極的社區建設，推廣鄉土

關懷的社區營造運動，從意識形態上塑造涵蓋全體成員共同體的和諧

關係，營造良好生活環境，讓社區居民願意持續住在社區中，降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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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才能有效累積社區意識。此外，社區政策若要在民眾生活的社

區扎根與實現，就必須透過全民直接且自主的參與，擴大集體民主的

內涵，才能對公共事務決策問題產生因應及解決的辦法。同時藉由

「社區培力」以協助社區民眾具備參與各項社區事務之意識、知識認

知與操作能力，進而培養凝聚社區意識、健全社區組織的運作。

此外，除了上述政策建議，在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上，本研

究針對操作方法與研究議題提出以下三點未來研究上的建言：

首先，本研究以台南市中西區銀同里與五妃里為調查對象，因此

研究結果的推論，僅限於該地區社區居民，不宜作過度的推論。雖然

台南市中西區在都市化程度分類指標中是屬於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區域

（劉介宇等 2006），但畢竟僅是台南市裡的兩個都市化程度較高的社

區，一方面沒辦法代表全台南的情況，更遑論代表全台灣都市型社區

的情形。況且本研究對研究對象的挑選雖已盡可能尋找除營造經驗外

同質性高的社區，但也無法保證兩個社區樣本特質完全不具差異。建

議若是有更多的研究資源與經費，應該要更普及性的針對不同社區進

行調查，特別是鄉（農）村型及山地型有營造與沒有營造的社區，比

對都市型與其他不同類型社區的差異。倘若社區的樣本數規模夠大，

同時也包含社區內居民的調查資料，或許也可更進一步考慮跨階層分

析的研究設計，更精緻地了解社區與個人因素對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

的影響。

再者，本研究在情感網絡規模與工具網絡規模兩者間的相關係數

偏高，可能會對模型的解釋力產生威脅，造成變數的壓抑效果。但若

從比較寬鬆的統計標準來說， Dillon and Goldstein（1984）認為自變

數間的相關係數達 0.85以上需擔心有明顯的共線性威脅，本研究尚在

可容忍的範圍之內；且本研究的VIF（設定為 10，嚴格一點設定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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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CI（超過 30）都沒有超過Cohen et al.（2003）、邱皓政（2015, 2017） 

及 Lattin et al.（2003）所設定的標準，共線性也應該較為緩和。且從

理論的意義來說，情感網絡與工具網絡的概念應該是有明顯區隔性，

一般進行社會網絡的調查也多用情感網與工具網分別進行調查與分

析，情感網與工具網同時存在與作用也比較符合實際情境。雖然在測

量規模的相關統計量上呈現高度相關的情形，但本研究測量的情感與

工具網指涉的是規模（人數），而非關係的內容（對象與互動關係的內

涵），因此相關性高的結果，反映的是兩者關係數量有正向的關聯，而

非兩者的關係對象與內涵有高度重疊。單純從相關係數的統計量來

看，華人社會中情感性與工具性關係似乎有某種程度的重疊與混合，

可能會影響提名法在華人社會中測量情感網與工具網的區辨效度，是

一個值得被關注的方法議題，也期待後續的研究在測量工具的信效度

上能有更具突破性的進展。

最後，本研究採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中的自我中心網的研究設

計，並輔以提名法來測量居民情感與工具的網絡規模，雖然在社會網

絡分析中並非屬於新穎的方法，但社區研究的學者卻甚少有人使用。

本文資料蒐集與分析的結果，也證明除了認知量表之外，還有其他的

方法可以用來測量社區居民關係網絡的規模與品質。然本文在居民間

社會網絡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中，僅是應用了比較粗淺的網絡指標來進

行討論，還有其他不同的網絡分析指標可供應用與探索。因此本文社

區居民網絡關係測量指標的應用上僅能算是初階與初探性質的使用，

對關係網絡與社區意識和參與提升的關聯性的解釋也需要較為保守，

建議後續研究能持續的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並在社區研究中結合

網絡理論使用更複雜且精確的網絡指標與工具，以累積社會網絡分析

法在社區研究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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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樣本特徵描述

銀同里樣本特徵描述（N=325）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社經地位

　女 197 60.60 　第一等 5 1.50
　男 128 39.40 　第二等 11 3.40
年齡 　第三等 61 18.80
　19歲以下 7 2.20 　第四等 117 36.00
　20–29歲 51 15.70 　第五等 124 38.20
　30–39歲 45 13.80 　漏答 7 2.20
　40–49歲 48 14.80 居住時間

　50–59歲 60 18.50 　從小就住在這裡 162 49.80
　60歲以上 114 35.10 　從其他地方遷入 163 50.20
婚姻 居住位置

　無配偶 131 40.30 　非常遠 6 1.80
　有配偶 194 59.70 　有點遠 27 8.30
健康情形 　有點遠 92 28.30
　非常差 3 0.90 　還算近 95 29.20
　有點差 45 13.80 　非常近 105 32.30
　普通 137 42.20 與里長熟識程度

　還好 116 35.70 　完全不認識 24 7.40
　非常好 24 7.40 　不太認識 41 12.60
經濟狀況 　普通 85 26.20
　無固定收入 128 39.40 　還算熟識 65 20.00
　2萬以下 28 8.60 　非常熟識 110 33.80
　2–3.9萬 111 34.20
　4–5.9萬 40 12.30
　6–7.9萬 7 2.20
　8–9.9萬 6 1.80
　10萬（含）以上 5 1.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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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妃里樣本特徵描述（N=317）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社經地位

　女 196 61.80 　第一等 10 3.20
　男 121 38.20 　第二等 14 4.40
年齡 　第三等 80 25.20
　19歲以下 16 5.00 　第四等 128 40.40
　20–29歲 99 31.20 　第五等 72 22.70
　30–39歲 49 15.50 　漏答 13 4.10
　40–49歲 47 14.80 居住時間

　50–59歲 60 18.90 　從小就住在這裡 110 34.70
　60歲以上 46 14.50 　從其他地方遷入 207 65.30
婚姻 居住位置

　無配偶 165 52.10 　非常遠 6 1.90
　有配偶 152 47.90 　有點遠 29 9.10
健康情形 　有點遠 128 40.40
　非常差 7 2.20 　還算近 95 30.00
　有點差 18 5.70 　非常近 59 18.60
　普通 144 45.40 與里長熟識程度

　還好 125 39.40 　完全不認識 104 32.80
　非常好 23 7.30 　不太認識 82 25.90
經濟狀況 　普通 69 21.80
　無固定收入 103 32.50 　還算熟識 40 12.60
　2萬以下 35 11.00 　非常熟識 22 6.90
　2–3.9萬 104 32.80
　4–5.9萬 38 12.00
　6–7.9萬 23 7.30
　8–9.9萬 3 0.90
　10萬（含）以上 11 3.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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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問卷題項

一、社會網絡

請問最近一年來，當您與人談起個人的私密事情、煩惱（比如有

隱疾或疾病治療等問題）或遇到重大難以抉擇的事情時，經常會找的

人大概有多少？其中幾人是居住在本社區的？前述同社區的人中有哪

些具有親屬關係？

請問最近一年來，當您個人在生活碰到一些困難時，例如：工作

上、錢財上、家庭上、法律上、生病時，您會尋求幫助的人大概有多

少？其中幾人是居住在本社區的？前述同社區的人中有哪些具有親屬

關係？

二、社區意識（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點）

我很在意社區居民對我的看法

我覺得我所居住的社區是個令人稱羨的地方

我對於社區內組織或社團的活動很清楚

我認為社區的事就是我的事

當與他人談及社區問題時，我會主動介紹我的社區

我 意經常邀請社區外朋友來參觀我的社區

我搬進社區後，就沒有過想搬出去的念頭

我認為自己該不求回報地為自己的社區做一些事

我可以認得社區中大部分的居民

我會主動與社區居民討論有關社區的事情

我認為瞭解自己所居住的社區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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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很容易找到社區中每一家戶的正確位置

三、社區信任（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點）

我信任社區內大多數的街坊鄰居

我信任社區的（村）里長

我信任社區裡的志工及服務幹部

我信任社區裡的服務團體或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宗教團體）

四、社區參與程度認知（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點）

我能夠實際得知社區何時將舉行社區會議

我能夠實際得知（如：從布告欄、鄰居間的告知）社區即將舉辦

的相關活動

我能夠獲邀加入社區的團體或組織（如：媽媽教室、巡守隊、環

保義工隊等）

我有實際出席社區舉辦的相關活動

我有實際出席社區所舉辦的會議

我有實際參與社區的組織或團體（如：媽媽教室、巡守隊、環保

義工隊等）

我能夠在社區中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或想法

我能夠實際參與社區相關議題的討論

我能夠實際參與社區相關議題的決策

我能夠提供與社區發展有關的意見或想法供社區參考

五、社區參與頻率（從不參加到總是參加，5點）

使用社區活動場所或到人潮聚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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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社區舉辦的各類活動

出席里民大會

加入社區組織或團體

出席社區組織或團體的會議

積極參與會議與討論

擔任社區組織或團體的幹部、志工

積極協助組織或團體的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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